
新北美誌×新北美展
《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1995 後工業藝術祭》 

紀錄片特映暨座談會

映後座談記錄

【活動時間】2020/11/8 ( 日 ) 13:30-16:30
【活動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奏廳（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B1）
【映後座談】

主持人／蔣伯欣（臺灣藝術田野工作站發起人）

與談人／黃明川（紀錄片導演）

【紀錄片簡介】

《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

1995 年臺北縣第七屆美展以「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為命題，結合淡水河
與傳統民俗中「風箏」的意向，大多數的作品均成功地的在淡水河上展演，
且直接在民眾視線內呈現，企圖結合地方美展與「地方性」、「全民性」。



影片真實紀錄了當時汙染嚴重的河川，大型戶外裝置展覽在臺灣萌芽以及對
於創作者、環境和社會所產生的效應，執行中見到死屍、遭遇火災、颱風，
自然永遠是最後的勝利者。本片曾參與溫哥華國際影展、釜山國際影展。

《1995 後工業藝術祭》

90 年代初所累積的能量於 1995 年爆發，「破爛生活節」擴大為「臺北國際
後工業藝術祭」，由林其蔚擔任總企劃人，演出樂團來自英、美、日、瑞士
與臺灣。這場在已拆除的板橋廢酒廠舉行，為期數日的表演裡，視覺與身體
表演的驚駭程度，可能創下臺灣現場表演的紀錄：驚悚小劇場灑狗血、演出
者對女性觀眾進行身體侵犯、濁水溪公社以優酪乳對團員灌腸、零與聲對團
員灌餿水並將餿水潑向觀眾，據說，有數位激動的觀眾在廢酒廠內對著牆壁
扔石頭，直到把牆打翻。( 節錄自破報 ) 本片曾參與溫哥華國際影展、造音
翻土聯展、舊金山及倫敦之另類影展。

【前言】

2020 年 12 月第八期新北美誌以「盆邊發聲．衝撞年代—我們的此時彼刻」
為題，談論 1990 年代新北市的藝術能量，並特別於「新北市美展」期間舉
辦紀錄片放映會，放映黃明川導演於 1995 年拍攝的兩部藝術紀錄片作品
《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與《1995 後工業藝術祭》，以下為此場映後座談
的文字記錄。

【座談內容】

一、1990 年代的氛圍

蔣伯欣：各位朋友、主辦單位新北市文化局、在場關心 90 年代前衛藝術及
紀錄片的朋友們，大家好。今天這個機會非常難得，非常高興有機會聽黃導
現身說法。這些片其實是過去我在學校時，都會拿出來在課堂上播放給同學
感受當時藝術家、紀錄片導演，還有策展人他們共同經歷的一個氛圍。

我想稍微介紹一下兩部片的背景脈絡。《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這個展覽在
目前整個臺灣的展覽史和藝術史上，會把它定位在當代策展的地方性美展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起點。當然它有好幾個不同的意義，從 1993 年開始臺北縣
美展就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以往是沙龍的競賽制，由官方評選，按照國
畫、西畫、水彩等媒材分類，然後慢慢的改變，變成由「責任藝評」來挑選
作品，變成了由策展人一個人來決定該由哪些藝術家來參展。這個轉變的時
間其實非常的短，大概只有兩三年就完成了從沙龍制過渡到策展人的機制，
所以到 1995 年的《臺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時，各位就可以想像，在那麼
壓縮的時間點上，迸發出來的能量是非常強大的。也因為這樣，在 90 年代
所開啟的地方上美展的突破，讓很多展出形式，甚至是展出地點，都盡可能
的往戶外移動，我們現在回頭看來其實是蠻難得的一件事。現在很多人在談
臺灣所謂地方性的策展，可能會想到比如較著名的鹿港「歷史之心」的事件
（註：1999 年省文化處委託日茂行文史工作室舉辦，由策展人黃海鳴邀請
十位藝術家以裝置藝術在鹿港展出，但多件作品引起爭議，展出不到兩個月
便連續遭到破壞。），黃導也有拍攝過；或者嘉義的「大地．城市交響」
（註：為 1997 年的嘉義裝置藝術展），其實都比臺北縣美展更後面了，很
多人都遺忘了其實《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才是第一個重要的開端，所以它



在展覽制度和策展人制度上，以及在前衛藝術的實驗、和場域的重新思考
上，都有多重的意義。

今天的主角是黃導，希望他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 90 年代。現在講 90 年代
有點奇怪，因為我們已經進入到 20 年代，那 20 年代到底是 1920 年代，還
是 2020 年代？可是當我們在講 90 年代的時候，似乎還是會覺得是 1990 年
代，因為「90 年代」真的太特殊了。在我看來是這樣，不知道黃導是不是
認同？是不是可以先請黃導稍微談一下 90 年代的氛圍，以及當時您如何受
邀來做這些紀錄片？

這些事件為什麼不會再發生？
如果沒有這樣的民氣背景，我不覺得這樣的展覽會發生。

黃明川：謝謝蔣老師，我也很高興，我平常也不看這兩部片子，二十多年後
再看，頗有感觸。《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是大約四月份的時候發生的；
《1995 後工業藝術祭》應該就是中秋節連續三天，地點就在今天板橋，市
政府還有捷運站那一大片地，也就是舊酒廠原來的地段，那時稱為未來的新
都心，新的都會之心。這些事件為什麼不會再發生？剛才蔣老師提到的幾個
案例，宋楚瑜精省的最後五、六年，為什麼連續做裝置藝術？就是受到《淡
水河上的風起雲湧》的影響很深，後來有很多人在做裝置藝術或者地景藝
術，一直到今天東海岸的大地藝術、桃園的地景藝術種種，其實都濫觴於那
個時代大家對環境的影響。今天做裝置藝術或者是戶外的大型展示，比較不
是那麼強烈的環境衝擊下的產物。

不 過 如 果 要 說 得 更 遠， 它 的 前 面 還 有 解 嚴（1987）、 野 百 合 學 運
（1990）， 還 有 更 早 的 農 民 示 威（1988） 和 後 來 的 無 殼 蝸 牛 事 件
（1987），那時其實是非常緊張，壓制將近五十年的民氣整個爆開來，從
最上、中上、中、中下到最底（層），一起爆開來，沒有一種階層認為他們
被公平對待。加上報禁解除，1993 年又有廣播電台和有線電視台的解除禁
令，我覺得到 93 年的時候已經擋不住了，政府想要怎麼樣去擋任何事情其
實都煞不住車了。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最後民進黨成立，也造成另外
一波民氣，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想造反，如果沒有這
樣的民氣背景，我不覺得這樣的展覽會發生。

淡水河那時當然是很髒，可是展覽的創意也非常重要，才會出現黃致陽那種
用白布揭示淡水河汙染的程度，我覺得這個說服了時任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主
任劉峰松、說服了臺北縣長尤清去現場；可是第二部影片《1995 後工業藝
術祭》時，縣府及文化中心的一些人員都沒有到場，這也導致當我拍完了以
後，當時縣立文化中心仍不希望此片公開放映。我們用外圍的觀點來看會比
較有趣，它其實是一個鬥爭，就是你有預算可以做美展，或出手往這個方向
去火拼，給它一個美好的高潮，說我開放啊種種，事實上它有很深厚的時代
背景。朋友常常在問我：為何像《1995 後工業藝術祭》這樣的活動後來沒
再舉辦？我笑說：這些年來光是政府委託辦理大型的活動，還有各類補助案
這麼多，所有民間革命的力氣都軟下來了；接受一大堆政府錢，又要努力把
事情辦好，事實上在過程中你也不敢造次，也不會想要革命或做一些天翻地
覆的事情，整個情境是這樣來的。

1994 年的臺北縣美展也是在淡水河上，也是蠻轟轟烈烈的，那個美展當時
應該稱為環境美展，1994 年晚一點還有永福橋下的第一屆破爛生活節，整



個氣氛一如火山爆發前的整個壓力，就讓 1995 這兩個事件（《淡水河上
的風起雲湧》、《臺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變得特別突出。我只是有幸
受邀，這個邀約可能跟 94 年他們有請另外一位王導演拍過，他們檢討過之
後，問我覺得應該怎麼處理，我講一講個人看法，當時的承辦人簡明輝聽了
就說：那好那你來拍，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各位有注意到《1995 後工業藝
術祭》裡那個「怒罵沼澤」（瑞士藝術團隊）用口水噴我兩部攝影機，其實
有很多部攝影機，大都是記者或者拍藝術照片類的，在 1995 年以前很少見
民間出現這麼大規模陣容的拍攝；《淡水河上的風起雲湧》也是，我的團隊
多組人馬同時進行，藝術家現場行為大抵都紀錄得到，也是因為拍了很多很
多，當時還要跑到工廠去拍，如氣球的製作過程；另外，則要回頭再去追訪
幾組藝術家，是一個很大的陣仗。

二、紀錄與創作之間

蔣伯欣：現在回頭來看，其實它反而留下了在藝術史上很典範性的一個作
品，尤其是這種現場演出，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 Archive（檔案），過去
了，就不會有文本存在。在西方的前衛藝術的脈絡下，文本和紀錄的形式本
來就是創作脈絡的一環，所以我想當時的文化中心也是誤打誤撞的把「檔
案」的概念融進來，然後碰到也對前衛藝術有共鳴的黃導，才能把這個東西
完成。黃導您怎麼看這樣的紀錄形式？尤其是剛剛您提到，拍攝過程中，有
的藝術家還會跟持攝影機的您互動，您是一個紀錄者，某種程度上也是個共
同創作者，舞台上的創作者走下來跟觀眾互動、跟你互動的時候，這裡面的
共鳴，甚至某種較勁和對話，您怎麼看這個過程？

黃明川：其實還好，我們沒有像有位記者逼到那麼近去拍表演者，還被那個
魯道夫（瑞士「怒罵沼澤」成員）抱起來一直叫一直叫；相對地我們還是保
持一種很微妙的近距離但不會太靠近。玩攝影的人近距離拍跟拉近（zoom 
in）拍意思是不一樣的，（前者）有一種莫名的逼迫感，所以我們還是保持
若即若離、多機觀察。我剛才就注意看我的主攝影機常常出現在畫面的背
後，觀眾當然看不太出來，因為那時的 Betacam 攝影機非常重，如果不是
一個壯漢的話沒辦法扛兩、三個小時，加上一直換帶子，後面都要有人後勤
支援，一直換以前那種很大的帶子。

不過今天看《1995 後工業藝術祭》，我那時候跟今天的很多想法還是相同
的，我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很單純的、單一事件的委託案。各位稍微注意一
下，我還去拍和訪問他們（濁水溪公社）的盜墳事件、王墨林抗議教育部關
於骨迷宮的裸體表演，還有王墨林介紹兩位日本表演家來等等很多，雖然
看似總量不多，但適時的切入會讓觀眾更立體的感受當時文化界的氛圍，
不會只是單一的暴力表演或者噪音表演，然後就覺得很好。現在回頭來看，
其實 1995 就是一個高峰，之後接下去一切就不在了，到刑法一百條解除之
後（註：刑法一百條即「內亂罪」，1992 年通過修正），社會整個平緩下
來，那個反抗或不滿的聲音就一直滑落，再加上 921 大地震（1999），大
家的心情又整個傾向悲憫，有很多條件在左右我們的藝術形式，只是我們不
察覺，但我個人總覺得那是必然。我自己在拍紀錄片，我會查我以前的拍法
跟現在為什麼有很大的差距，當然年紀有關係，二來事實上我也不會回到那
種拍法，因為已經沒有那個時候的興奮感，那時候對淡水很興奮，現在有什
麼好興奮的呢？以前我真的親眼看到淡水河裡那個浮屍，整個拍攝過程其實
有兩具屍體，有一具我眼睛看到，另一具可是旁邊沒有攝影機，不像說現在
有手機，至少 HD 的可以拍下來，以前一定要有攝影師在旁才拍得到畫面。



現在整個製作條件也都不一樣了，我們在疫情之後又邁入另外一個階段，這
個影響我們確實是很深。

三、90 年代的環境與地理景觀

蔣伯欣：還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這部片，就是剛剛提到的環境。當時的臺北
縣，跟我們現在認識的新北市有點不太一樣，前衛藝術發生的地點有一個特
性，都是在非固定的場域，不只是所謂室內跟戶外的差別，這些地方比較是
臨時的、過渡的地帶，是短暫而一觸即發的，也可以說是某種無目的性的具
現。這種狀態，到了後來的「歷史之心」或「大地．城市交響」的裝置藝術
大展就不太一樣了。誠如黃導所說，90 年代中期達到一個高峰，所以才會
有這麼強大的能量在那些臨時地帶迸發出來。是不是可以再談一下您剛提到
的淡水河或那些河床地帶，一些很奇異、突兀的地理景觀、一些無人去的地
帶，您自己是怎麼樣觀察 90 年代環境中，那些很荒謬、特異的風景？

黃明川：謝謝你提醒這個，我對地理真的是有興趣。解嚴之後，我感覺巨大
的地景變化來了，就用十六釐米拍，那個時候我有一群助理，每次出去接案
或者拍攝什麼東西，我就順便多遛轉去一些定點。各位也許不太清楚，那時
候臺灣很多街角都有一個站崗台，站崗台上立有「毋忘在莒」，解嚴之後我
常常要去拍拍不到了，毀滅的速度很快，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整個臺灣這些
小型的「毋忘在莒」全部消失了；更不用說跟軍管跟戒嚴有關係的很多路邊
政治宣傳標語，一下就消失掉了。所以整個 90 年代除了拍我的三部劇情長
片、接這樣的紀錄片，還有追蹤一大堆藝術家以外，我也拍這些改變中的街
景，後來集合起來叫《地景風雲》。

在《地景風雲》裡面，我很在乎解嚴後不只是看到藝術家怎麼樣，一般人還
有縣市政府也一直在調整他們的公園、人行道、路燈，還有一些紀念碑，有
些在抗爭後被拿下來了，有些永遠都還在。例如嘉義吳鳳路跟林森路交叉口
的那個岳飛，好多次去抗議，然後就是拿不下來。所謂「拿下來」、「拿不
下來」有很多意思，我沒有正面或負面的概念；可是我們到國外去，尤其到
日本，可能會在街角或鄉下看到當地的文人作家被用很棒的技術製作成銅
像，臺灣還沒有來到那一步，可是臺灣人覺得現在已經很幸福，這就是精神
部分的不足，我們還有很長的路。我是從地理來觀看，我們常常會到國外
旅行，到底是看到什麼？一個社會為什麼會堅守著優秀的傳統是有很多道理
的。對過去的不滿抗議就可以得到改善，因為這一步可以用多數暴力解決，
但（文化）那部分就一點都沒有辦法，沒有文化涵養就是沒有，沒有意願去
做文人雕像，這個社會整體就是表現不出那種能量。

我記得聯合文學雜誌在 1998 年左右，當時是李登輝掌政的最後幾年了，許
悔之當總編輯，他做一項讀者投票：如果新臺幣鈔票上 ICON 換人的話，請
問你會支持放哪位臺灣作家在鈔票上？結果答案是賴和跟楊逵。那當然是小
眾，但是 2000 年後這議題（紙幣上放哪位肖像）從此消失，你看臺灣多嚴
重。我到處旅行都會認真看有些東西存在跟不存在背後的社會條件，持續這
麼久又意味著什麼？只是我內心裡面在整理這一點而已，也導致我這幾年慢
慢往更遠的地方去拍片。像今年跑到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加上臺灣，
拍了十六位女性詩人，談女性詩人觀點下其國家對女性的壓制、女性社會地
位，還有族群關係，以及戰爭帶來的創傷種種。每一個國家我都跑很多地
方，所以可能小小的願望吧，以觀看地理跟人的關係來理解更多，這變成我
個人的興趣。



四、態度決定形式的全球化思維

蔣伯欣：回到 90 年代中期來看，當時藝術論述最明顯的主流，就是所謂的
本土化跟國際化之爭。其實 90 年代臺灣就已經進入全球化的階段了，只是
當時藝壇的主旋律還是「本土」與「國際」之爭。剛剛導演提的就是很好的
例子，我們國幣上面要哪個文學家，賴和或楊逵，大家會有某種本土化的想
望，可是當時還是會用二分法的邏輯來看待，也就是本土跟國際似乎是無法
相容的二選一。但今天回頭來看，比如說紀錄片提到的行為藝術家、噪音藝
術家，會只定位在本土或國際嗎？好像不一定；你會認為地方性美展就一定
是本土化嗎？好像也不是，因為，也有很多當時覺得很前衛的、很新潮的國
際性展出。

我看黃導作品的時候，常會有一種異質感或者陌生感，那是讓我覺得很珍惜
的，它不會讓我一下子掉到某種很習慣的觀影情緒裡，反而會催促著我思考
作品的現實，跟實際上我們經驗的現實不一樣，今天回頭來看這影片的時
候，就比較不會把它視為就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反而可以跟《1995 後工
業藝術祭》，跟 90 年代中期那種特定的觀看形式，形成一種異質的電影。

新北市美術館現在要重新建立屬於新北市的美學時，很需要藝術文化界重新
打造地景的新思維和想像，今天看完影片，各位應該也從作品發現了，在新
北美學和前衛藝術上其實還可以往前再推進一步，這也帶給我們對美術館的
想像，我們已經擺脫當年的本土跟國際之爭，對於前衛藝術，我們能夠接受
的程度也越來越高，可是，是不是還有一些未竟的課題？還可以再往前邁進
一步，不知道黃導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黃 明 川：2000 年 以 後 到 現 在 的 2020 年， 各 地 方 政 府 辦 活 動 都 會 邀 外 國
人；除此之外，其實臺灣已經有大量的藝術家到海外駐村了。我在 2009 去
荷蘭參觀一個號稱是全世界唯一的藝術村總研究中心，那裡有一面非常巨大
的牆壁，把全世界的地圖擺出來，然後用有顏色的大頭針釘點有藝術村的地
方，我很驚訝臺灣已經插了很多針，不只我們，廈門也有一個點，那時候整
個中國的藝術村非常非常的少，連北京都沒有所謂藝術家駐村的地方。所以
臺灣 90 年代就已經跟世界接在一起了，我們生產太多東西給全世界使用；
MIT 是 60 年代就開始了，只是我們不太覺得有進入國際體系的感受，但越
來越發現其實就在國際了，不會因為沒有進入聯合國，然後你的藝術家就不
准去別的地方駐村，就不准邀別的藝術家來。比如像我辦的嘉義國際紀錄影
展，每年都邀很多導演到嘉義，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很小的影展，甚至我
會邀歐洲或土耳其代表或大使，他們都至少會派副代表來。可見這些連結其
實早就發生，當你有意願去參加他的活動並表示想邀約他，兩年以後這個連
結就會建立起來，他感覺到你的誠意就會來；而不是說你跟他有沒有邦交，
或者是有沒有加入聯合國就決定他不來參加你的開幕式。因此您說得對，其
實很早就開始了，只是我們不覺得自己在國際領域裡面。

我最近又在嘉義辦了「國際三分鐘影片大賽」，全世界 1201 件報名，數量
很嚇人，報名最多的當然是臺灣，那臺灣不算的第一名是美國，可是接下來
你猜是誰？是伊朗，你連想都想不到，他應該是你的敵對國家，因為你太崇
美了；然後第三名更猜不到，是俄羅斯。所以是你的作為讓人家認定你是否
屬於國際社群，絕對不是你要辦什麼或者是要到國外去才是國際的人，「態
度決定形式」，這是 60 年代威尼斯影展一個重要的題目。所以我也是這麼
想的，我也不再年輕，想能不能看得越遠、收集更多的資料。



每一部片子都應該有意義，
每一部片子都應該揭開你的另外一個世界才對

五、觀眾問答

蔣伯欣：黃導講的「態度決定形式」是蠻好的註腳，在 90 年代中期，我們
的藝術語彙和形式變化得這麼多的時候，改變的關鍵在於態度。最後一點時
間開放給現場觀眾提問，不知道大家在看完這兩部片子，還有聽完黃導解說
之後，是不是有什麼看法或問題？

觀眾提問一：真的不簡單啊！兩部影片都超過二十五年了，其實我住在三
重，是看到題目才來的；來了以後，哇，好像跟學校老師講的正好相反，因
為過去的教育都沒在教我們本地故事，因為你們的關係才知道其實我們的土
地有很多東西。剛剛所說全臺灣大概不太會再有想像中的都心要重新建立，
然後有所謂「後工業藝術祭」之類的，就像剛剛蔣老師也講了，還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黃導覺得說好像有點年紀，不可能再像以前那麼衝了，可是我剛
剛看了一下現場的人，平均年齡應該三十到三十五歲，是不是有可能讓這些
相對年輕的我們可以對臺灣懷抱著希望，勇敢的活下去？即使我們的社會好
像已經開放到一個程度了，可是很悲哀的是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還不是一個正
常的國家。二十幾年前政府對於你們想要顛覆或違反社會秩序這件事情的框
框是畫得很大的，可是像剛剛影片當中的藝術表演，辱罵什麼的，我們事後
來看它就是藝術表演啊。我想要問老師的是，可不可以給我們這些相對年輕
的人一些指引的方向？謝謝。

黃明川：我只是一個紀錄者，我在紀錄或接一個案子的時候會認真的想，換
句話說我拒絕很多案子。因為我知道若是純粹接案的事，也不會帶給我豐厚
的報酬，我都會建議（對方）說：我給你其他導演的建議名單好不好？因為
很多人可以幫你做，而且做得很好，年紀比我小，衝勁很強。我一直改變的
理由是，一路走來我發覺以前不知道的自己：好比我意外當上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的董事長，才發覺我有能力去管理這樣國家級的大基金會。可是我離
開後隨即就關閉官場的門了，後來所有的官場邀約我全都拒絕，還是回到一
個導演身份。2014 年意外地幫嘉義設計一個影展，當時我請臺北的兩位重
要的視覺藝術策展人下去當總監，一位婉拒，另外一個去看了說不要，最後
時間到了，我只好又下場去當影展的總監。結果沒想到，一開始當地不太能
夠適應藝術紀錄片的影展，現在地方上的人連問我都不問我，早已高興得不
得了。我也沒有想到我有能力去跟這些駐臺灣的大使這樣常常一來一往搏交
情，然後邀他們甚至有好幾年來到嘉義影展開幕典禮致詞，所以我在那種經
驗裡面又發現以前不曉得的自己。

最近的影片我也朝這個方向在前進，就剛才我提到的，我離開我的男性性別
往前挖掘、拍攝《波濤最深處》紀錄片。此片不限於我們非常熟悉的臺灣女
性，多數是也受殖民統治過的國家的女性，當然她們是菁英，她們的詩裡面
表達非常濃縮的觀點，再加上她們釋懷的解釋，藉此我反過來了解了更多不
知道的我。人家問我說，你不是女性，你怎麼可以拍攝表達女性的影片？我
的回答是：我們看到彼此的只是性別的肉體，我們腦袋裡所有知識都是中性
的，經驗時常也是中性的，更何況文化或者是想像，常常是跨過性別來思
考，所以這不會是問題。當我同樣的回答我所邀約的外國詩人時，她們也很
感動，願意接受一個臺灣來的突然邀約。疫情之後我們還有在聯繫，她們感



覺到臺灣的力量，事實上我們也沒有人知道臺灣曾經擁有這個能力，相對的
我也是一路下來發覺我其實可以做得到，走得遠，碰觸陌生的領域，你才能
夠知道說你能不能實踐；面臨全新的經驗、全新的議題、全新的影片，你真
的有能力控制嗎？

蔣伯欣：這個答案真的很棒，既回應了觀眾的問題，也回應到導演長期以來
在紀錄這些藝術工作者時的一種生命關懷。

觀眾提問二：黃導演好、蔣老師你們好，我因為工作關注當代藝術的關係，
其實《後工業藝術祭》在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的平面的影像的曝光，今天看到
的最大的感受其實是這些平面影像無法給的訊息，就像《淡水河上的風起雲
湧》淡水河的近拍，還有淡水河上有浮屍的情況，佈展的時候同時發生的各
種意外的狀況；《1995 後工業藝術祭》其實也有這個部分，包含跟主辦單
位的爭執，還有警察到現場，我覺得這兩個透過影像才知道的事情，更凸顯
了導演本身社會觀察的特質。這部分是其他紀錄片，由官方主辦活動委託製
作的紀錄片中，比較少看得到的，我對此是非常感動；尤其是裡面許多權
力關係的角力有被呈現出來，這個是最值得透過影像、也唯有影像可以呈
現的事情。今天最大的好奇是《1995 後工業藝術祭》舞台上的媒體跟持著
攝影機的攝影師，好像舞台上的媒體非常的被討厭、被攻擊，而對攝影團隊
本身，我相信一定有某種情感的信任，才讓這個影像可以只是被表演者用手
揮過一下而已。我想提的是導演在我們看到的影像之外，有做些什麼讓這個
影像可以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想請導演可不可能再多談談那幾年的狀態？以
及最新的紀錄片《波濤最深處》這個紀錄片的工作方式，是讓您有什麼樣子
的選擇，您覺得最適合與自己或是當代的紀錄片工作者的一個工作方式？謝
謝。

黃明川：最近的就先不要談，就談那兩部片的情境。1994 年環境藝術的展
覽和錄影帶我有看過，當時簡明輝（註：當時臺北縣立文化中心承辦人）找
我看，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下一次如果請他拍，建議不要配美國好萊塢的
音樂，要創作音樂。可以想見那個時候沒有所謂「藝術紀錄片」，「藝術紀
錄片」這個概念確認下來也是很久以後，即便我說出「藝術紀錄片」這幾個
字與概念，大家也不怎麼把它當成一種類型。一直到我在嘉義 2014、2015
年把影展辦起來之後，大家才會口耳相傳說「藝術紀錄片」，要不然它不會
被認為是一個類型，甚至在第一年就口頭上跟寫文章都有人懷疑。因為從古
典的法則來看，藝術紀錄片是國際上、歐洲、北美都不存在的類型，但我個
人也不會覺得奇怪，他們不存在，難道在臺灣存在就是有罪嗎？不要太對自
己沒有信心了，當初我在弄嘉義影展的時候，也很多人報以冷笑；當地人更
是嚴重，說為什麼不把臺北人看到最好的外國影片拿來放給我們看呢？你知
道我怎麼回答嗎？我說：「臺北人看過的片子拿到嘉義來放，叫做二輪，你
就是二等級的市民，這個城市就是二級城市；為什麼不反過來思考？你的影
片會被臺北人羨慕，很想來看。」全世界影片很多，但是如果一直維持傳統
思維選片，就會一直維持選出類型相同的片，然後排除很多新的、非常有創
意的影片，許多影片從來不會跑到傳統的大影展或中型影展去；加上如果都
一直接受申請，而不主動策展，我幾乎可以躺在沙發上辦影展了。嘉義紀錄
影展每年一直要燒腦、選專題、選主題、子題，決定出一個完全沒有經驗過
的專題。像蘇匯宇的回顧是我辦的，是他在臺灣的第一次；今年三月我又選
崔廣宇，崔廣宇奮鬥那麼久，拍的錄像那麼多，臺北沒有一個影展幫他辦回
顧，你覺得臺北很優秀嗎？你覺得臺北是一流的嗎？就是我剛才在講的，你
還有沒有革命精神？還是擁有一定的委託金額譬如說一千多萬，或者補助金



額譬如說八百萬，然後就慢慢緩和舒服下來，辦活動就不必再燒腦、動腦筋
了。還是說已經聘用非常優秀的一級幹部，他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就接受然後
應用，是這個問題嗎？真的有在想你是文化領袖嗎？這個就是我要回問的問
題，精神可以完全不受年紀影響的，人會老化沒問題，但是精神可以一直保
持非常年輕的，才會出現德國那種《陸上行舟》這種影片，你如果不想改變
你自己，是不可能改變任何舉辦影展的城市的。

我真的婉拒非常多的委託案，如果覺得片子拍下去就只有讚美、沒有其他空
間，對我也就沒有加分；但每一部片子都應該有意義，每一部片子都應該揭
開你的另外一個世界才對。

蔣伯欣：今天時間的關係只能暫時打住，但討論非常的熱烈，尤其是對這兩
部影片的內涵，以及它們之於當代的意義，甚至包括現在黃導的新作品跟影
展，都串連在一起，可以引發我們非常多的思考。尤其黃導剛剛提到的前
衛，還有對於革命的感受，其實是一個態度，而不是一種形式上的選擇，這
點其實是今天我們在看新北的美學或是美術館以及我們新北美誌等，都是相
關的議題，今天非常感謝黃導，也謝謝大家參與。


